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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七主教案”是英国法律史上一起具有重要意义的宪法案例。传统的观点将其塑造为议会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对抗专制王权的先声，是光荣革命维护自由传统、反抗国王压迫的前奏。但是案件的审理过程却表明，国王的支持者从未通过直接、明确的方式以国王专权向法律发起挑战，国王的反对者也从未对国王享有的专权表示质疑。案件最核心的争议不在于“王在法上”还是“王在法下”，而是在保证国王维持其治理所必需的专权下，如何防止其逾越法律侵害臣民权利，即中世纪宪制的“布拉克顿难题”。治理权与审判权的王权二分理论成为重新解读“七主教案”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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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自由乃文明社会的尽善化，但仍必须承认权威乃其生存之必需。”

——大卫·休谟
“七主教案”是英国法律史上一起具有重要意义的宪法案例。案件发生于詹姆士二世登基后、1688年光荣革命前夕的敏感时期，同时结合了天主教徒、国教徒、清教徒之间复杂的宗教冲突。受辉格史学的影响，传统的历史学家将其塑造为议会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对抗专制王权的先声，是光荣革命维护自由传统、反抗国王压迫的前奏；
“七主教案”随着对光荣革命研究的不断深入而被引介到中国来，国内的法律史研究基本上沿袭了辉格史的观点，突出强调詹姆士二世对绝对主义王权的推行，七位主教代表当时英国社会各阶层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
传统观念呈现的是一副泾渭分明的革命图景，一方是主张绝对主义王权的詹姆士二世，另一方是代表英国臣民维护权利自由的七主教。本文试图通过对“七主教案”法律文本的细致解读，更加深入地考察被革命政治话语掩盖的 “七主教案”中的法律争议，在国王专权与普通法和权利自由的对立中去理解国王专权在17世纪英国的历史语境。国王的支持者声称国王享有特免法律的权利，却从未通过直接、明确的方式以国王专权向法律发起挑战；国王的反对者要求国王专权不得逾越法律侵害臣民的自由，却也从未对国王享有的专权表示质疑。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通过颁布信教自由令（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国王是否滥用其赦免的专权（prerogative of mercy），构成对法律的中止执行，
更深层次的问题却在于如何理解国王专权自身的强制性与合宪性在中世纪英格兰宪制中的两难境地。
一、国王敕令与主教请愿
（一）宗教委员会与宗教政策
詹姆士二世继位后，作为英国国教会的最高领袖，有权召集宗教会议，行使国王在宗教方面的统治权。通过清教徒革命，国王与国教徒之间达成妥协，国王有义务维持国教高级教士的特权地位，而国教徒负有维护国王权威的责任。1686年7月，通过设立管理教会的宗教委员会（Religious Committee），詹姆士一方面企图加强国王对教会的控制，另一方面企图削弱国教教会的势力。宗教委员会由效忠詹姆士二世的官员所把控，如正向天主教倾斜的森德兰（Sunderland）、还有身为专制主义者的律师杰弗里斯（Jefferies）与赫伯特（Herbert）等。

詹姆士二世于1686年3月发布了一道命令，英国国教会的讲道不能含有对抗性的神学，不能有“艰深和沉思”的观念，讲道内容只能涉及道德准则。
这一禁令大大限制了国教会的自由。伦敦圣吉尔斯的教区长约翰·夏普（John Sharp）反抗这项禁令，他声明仍要给予教区居民建议，以抵挡天主教的哄诱。为此詹姆士下令伦敦主教康普顿叫停夏普的言行。康普顿是所有主教中提倡纯粹新教教义的强硬派，因而对詹姆士二世的命令阴奉阳违，康普顿对夏普只是劝告却并不训诫。康普顿的表现引来了国王的不满，詹姆士二世就在1686年9月停止了他的职务。康普敦是被安普顿伯爵的兄弟，以前曾在枢密院任职，后被詹姆士二世逐出枢密院，现在又被停止了主教职务。詹姆士二世的举措使得国王与贵族、宗教界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

（二）信教自由令
成为“七主教案”诱因的信教自由令虽然最早由詹姆士二世于1687年颁布，然而，信教自由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查理二世在1672年所颁布的一项类似的诰示，也是一项中止执行刑事法律的信教自由令。但是该先例绝不是对詹姆士二世的有力支持，因为当时议会中的下院对此提出抗议，查理被迫承认其为非法。
虽然在此后的庭审过程中，总检察官试图巧妙地运用这一先例为詹姆士二世作辩解，但1672年的事件使詹姆士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依然显而易见。
詹姆士二世于1687年4月4日在英格兰首次签发信教自由令（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在谕令中主要作出了四项规定：第一，中止执行所有涉及宗教事务的刑事法律，该法律要求所有人参与现存英格兰教会和接受宗教交流；第二，允许人们既可以在已经建立的英格兰教堂中做礼拜，也可以在私人住宅（private houses）或小教堂中（chapels）做礼拜；第三，在晋升文职或军职之前不再要求发宗教誓言；第四，这项规定适用于所有人，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一位论派教徒
、犹太教徒、穆斯林、信所有教的人和不信任何教的人。

1688年4月27日，詹姆士二世又发布了一项新的信教自由令（又称良心自由宣言Declaration for Liberty of Conscience）。1688年版的信教自由令囊括了1687年版的所有文本内容，重申了第一版信教自由令中所做出的规定，声明中止了所有有关宗教的惩治法律、效忠宣誓，并明确表示，在纯宗教事务上不得对人们实行强制。这份诏令相比前一份没有任何新内容，最初几乎没有任何反响。公众的冷淡反映激怒了詹姆士二世，詹姆士决心通过强力的手段推行宗教政策：各教区教士被要求连续几个礼拜天在教堂宣读这篇谕令，从伦敦地区开始，然后扩展至全国。

詹姆士二世企图通过信教自由这样一种人道的和温和的方式，使天主教与国教处于同等地位。与之配套实施的是，在短期内对天主教教徒在担任国家的和地方官职的人数作一定程度的照顾，这也因而被认为是正确而公平的措施。
詹姆士二世的初衷是温和而渐进的，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也并非暴力而激进的，但是他施行的具体方式——要求英国国教会的教土宣扬扼杀自己教会谕令——无疑是矛盾和虚幻的。他指望宣言能受到非国教徒的支持，同时不至于引起国教徒的激烈反对，但事实证明他两方面的希望都落空了。
（三）七主教请愿

信教自由令受到了英国国教教职人员的普遍反对，认为信教自由令践踏了王国的法律，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天主教以及非英国国教仍然抱有极大的敌视态度，并且相信大多数英国人的态度也像他们一样。詹姆士二世强力推行信教自由令，要求伦敦的教会在5月20日、伦敦郊区的教会在5月27日及其随后两周宣读国王的谕令，任何反抗的人都会受到法庭的审判，被罢黜圣职剥夺财产。国教徒之外的新教徒的立场也游移不定，国教徒担心他们对信教自由令的反对会使异议派新教徒彻底倒向宫廷一方。

5月18日，教会长老们聚集在大主教官邸（Lambeth Palace）召开会议。在讨论许久之后，由大主教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oft）亲笔写下代表公意的请愿书：“国教会仍然忠于王室；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各位主教将像上议院贵族一样表明他们不会对异议派的良心自由问题心慈手软；君主豁免权不适用于教会事务，因此信教自由令无效……”。文件由大主教和六位主教签署，他们分别是巴斯和威尔斯的肯恩（Thomas Ken）、奇切斯特的莱克（John Lake）、圣阿瑟夫的劳伊德（William Lloyd）、布里斯托尔的特里劳尼（Jonathan Trelawny）、伊利的特纳（Jonathan Trelawny）和彼得博罗的怀特（Thomas White）。

    5月19日，国王限定的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六位主教启程前往白厅，大主教因受到宫廷排斥而没有随行。詹姆士二世龙颜大怒，指责七主教的请愿书是叛乱行为，意在摧毁国王的专权，打击国王的豁免权（prerogative of mercy）；六位主教辩护自己的行为是绝不是对国王的反叛，仅仅请求国王收回诏令。随后事情被进一步计划，请愿书的内容遭到泄漏，递交给国王的文件一字不漏地在大街小巷上大规模流传。国王的诏令受到人们的普遍抵制，七位主教的行为的得到了广大教众的高度赞扬，詹姆士二世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频频受挫的詹姆士二世决定让总检察官提起刑事诉讼，让王室法庭以煽动罪名审判大主教和其他六位主教。作为被告的大主教和主教们，他们不仅是国教会的长老，同时还是英格兰的贵族、议会上议院中的议员，他们主张自己不应当对被指控的轻微违法行为负责，同时请求国王收回诏令宣布信教自由令无效。
二、专权之争
七主教请愿拉开了“七主教案”的序幕，案件的审理引起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
由总检察官代表的国王和主教们及其律师在庭审中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双方围绕着
法庭审判由四位大法官主持，他们分别是首席大法官罗伯特·怀特（Robert Wright）、法官霍洛威（Holloway）、鲍威尔（Powell）和埃利伯恩（Allybone）。
怀特大法官希望尽可能地回避案件中涉及到的国王专权中的中止法律执行权这样的敏感问题，所以庭审前期围绕着大量的事实问题、程序问题展开讨论，但是持续深入的辩论逐渐推进到案件的法律核心——中止法律执行权（dispensing power）。
（一）国王在主张什么？
总检察官博伊斯对七位主教的指控是：密谋和策划削弱国王的专权（Royal Prerogative），减损国王的权威（Regal Authority），不遵守国王的谕令，非法地、可耻地、敌视性地、煽动性地起草了请愿书，以不真实的、虚假的、捏造的、恶毒的、煽动性的方式诽谤国王，并将请愿书公开引发公众的恐慌。

首先，控方不认为主教们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控方主张向国王请愿的权利仅能在议会开会时期行使，如果主教们仅仅作为议会的议员而非贵族，那么他们的请愿权也将在议会散会之后中止。詹姆士二世想要在秋天召集一次议会的意图是众所周知的，主教们完全有在议会上提出他们请求的机会，但是很显然，主教们完全无视了他们以合法方式提出诉求的机会。
其次，信教自由令的颁布合理合法。第一，信教自由令的发布在程序上具有合法性，诏令的原件已经盖上了国王的印玺（the Great Seal），并且基于国王的命令（by the King’s order）被印刷和发行，因此信教自由令在程序上是合法的。第二，国王要求主教们在自己的教区宣读自由信教令是合理的，自由信教令使所有人都获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使每个人基于自己的需要选择信仰的宗教，它的本质是公正和仁慈的。第三，这些主教以政府做错了为借口非议国王、法令和他的政府，不遵守国王的谕令，违背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放弃了其它可以采用的救济冤屈的合理方式。

再次，信教自由令属于国王的专权。为了辩护特免权的合法性，控方援引了1686年的黑尔斯案（Godden v. Hales，1686）。
通过该案王座法庭确立了如下规则：（1）英格兰国王是国家的统治者；（2）英格兰的法律即国王的法律；（3）在个别的案件中，基于特定的必要的理由，特免刑事法律（dispensing）是英格兰国王不可或缺的专权；（4）基于这些理由和必要性，国王自己是唯一的法官是自然推导出的结论；（5）国王享有这些特权并不是基于人民的信任或授权，而是源于古老的统治权和国王专权的残留，这些权力从没有被剥夺过，将来也不会。
国王的检察官试图通过黑尔斯的规则来证明国王享有特免的专权，并且信教自由令是国王特免专权的体现。
（二）主教们在主张什么？
尽管主教们没有作为贵族在议会上院中受审，但是主教们则辩称自己有权在任何时间向国王请愿，贵族就是王国的顾问，无论是否在会期，主教们都有权作为贵族向国王请愿。主教们的请愿权是不可否认的。
索亚爵士发表辩护词直接对信教自由令中的国王专权提出质疑：信教自由令是基于国王的特免权（Power of Dispensing）的，它会中止所有涉及宗教的法律（suspending），人们不再去教堂，不再接受圣礼，如果国王有权中止执行所有涉及宗教事务的法律，而这些法律是为了维护宗教改革而制定的。
但是这种基于国王专权的特免权是值得怀疑的：第一，废除法律的权力——正如制定法律一样——是立法权的一部分，而中止执行法律的行为等同于废除法律，依据英格兰的宪制，立法权属于国王和议会两院，那么如果信教自由令是基于部分的立法权，这种权力不为国王所独有，需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那么信教自由令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并不是真正的国王专权。

主教们援引了查理二世时期的一个事例，1662年在查理二世对国会的演讲中，尽管他表达了多么希望拥有这样一种中止法律执行的权力，而这正是随后1672年信教自由令中所暗含的，
但是议会立即、明确地用他们对信教自由令的反对表明了他们对中止法律执行权的态度：没有议会法案的允许，国王无权中止法律（the King could not dispense with those Laws, without an Act of Parliament）。
如果中止法律执行权是不合法的，那么针对主教煽动性诽谤罪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既然《信教自由令》的颁布属于国王的越权行为，那么程序无论如何合理合法都于事无补。
（三）分歧与统一
双反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信教自由令》是否构成了对法律的中止执行，是否属于国王的专权，因而不受议会和法庭的审查。国王及其支持者认为《信教自由令》的颁布并非针对特定人，而是基于所有英国人的信仰自由，这样的行政行为没有突破议会的立法权，因而国王可以凭借其专权实施这项治理行为。七主教及其辩护者认为《信教自由令》已经破坏了英国国教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侵害了臣民的权利和自由，违反了议会先前制定的法案，国王专权不能赋予其合法性。尽管双方对专权问题争执不下，但双方的立场已然暗含了一个潜在的前提：国王专权与议会立法是截然分立的两个领域，议会不能越界去干涉属于专权的事务，国王也不能凭借专权侵入制定法业已规范的领域。但是专权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在于古老的传统与习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王专权范围和界限的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国王专权既不能满足国王加强统治的需求，也无法迎合议会权力不断扩张的趋势。
黑尔斯案提供的规则本身的冲突与矛盾也反映出这种两难境地：首先，国王是主权者与受制约的专权之间含混不清，黑尔斯案一方面想要确立国王的最高统治者地位：行政权上国王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立法权上英格兰的法律就是国王的法律，国王的法律就是英格兰的法律，司法权上在特定的案件中国王就是唯一的法官；另一方面判决又把这些归结为统治权与国王专权的残留，那么这种权力的至高性本身就已经受到减损，主权的至高性与专权的受限性成为矛盾；其次，判决否定了盛行于十七世纪的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国王的权力绝不是来源于人民的信任或授权，这种权力过去没有被剥夺过，将来也不会削减，但是作为古老统治权的残留，本身就已受到了历史、习惯的潜移默化而又强大的制约。再者，黑尔斯案将国王的专权限制在“个别的案件”和“特定的必要的理由”中，“七主教案”中信教自由令面对的却是天主教徒乃至所有非国教徒这样的群体，从个体到群体的解释困难最终将导致特免权与中止法律执行权之间的巨大差异。先例的模糊不清既给案件双方都创造了解释的空间，也为各自争取完全的利益制造了障碍。
在这样的境况下，法官们的莫衷一是也就可想而知了：首席大法官怀特，他把案件最核心的国王专权问题回避掉了，由陪审团裁决的唯一问题是主教们的请愿是否构成对国王的煽动性诽谤，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扰乱政府的行为都可以被定义为诽谤，他给出的最终意见是主教们构成诽谤。霍洛威法官认为任何人都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除非他以恶意的方式行使；主教们并没有不正当地行使请愿权。埃利伯恩法官作为狂热的天主教徒，表达了对国王强烈的支持，任何人对政府治理的违背都构成煽动性的诽谤，他甚至把英国国王的统治描述为“绝对统治”（absolute sovereign），是唯一展现出专制主义倾向的。反而是曾经做过黑尔斯一案法官的鲍威尔采取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态度，国王所主张的特免权旨在彻底地废除法律，这与废除议会没有任何区别，主教们的行为绝不构成任何煽动性的犯罪。
 
三、中世纪宪制的难题
案件的裁决虽然几经曲折，但判决结果显而易见。十二位陪审员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裁定七主教的请愿行为不构成煽动性地诽谤。针对七位主教的刑事指控暂时告一段落，作为案件争议核心的国王专权的讨论却远没有结束。
从“七主教案”的法庭辩论来看，涉案的当事人双方都没有明确指认国王的行为是王权高于法律的体现，或者说，双方都保持了相对克制的态度，努力把纠纷限制在英格兰宪制之下。七位主教认为国王的专权遭到了滥用，中止法律执行的权力侵犯了臣民的自由权利，不在国王专权范围之内；国王则认为古老的习惯和先前的判例赋予了自己特免的权力，自己有权通过信教自由令使部分的教徒享有信教自由，这种权力并不是被议会限制的中止法律执行权。因此，认为“七主教案”的争点是王在法上抑或王在法下的观点已然偏离了案件的核心，依据国王与法律的关系将“七主教案”的涉案双方划分为专制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已经剥夺了通过法庭审判予以协商的基础，也超出了陪审法庭所能掌控的范围。
直到17世纪，英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严重的政治危机，调解利益冲突的宪制架构也没有正式产生，加之法律职业阶层惯有的保守主义倾向，使得英国的宪法和法律长期保留着一种前现代的（中世纪）的世界观。
国王专权在“七主教案”中面临的困境绝不是英国宪制在17世纪面临的新问题，相反，它是一直存在于英国中世纪的宪政主义的难题。麦基文教授在《宪政古今》一书中提出了“中世纪宪政主义难题（布拉克顿难题）”的命题，本文借用了麦基文教授的概念和“治理权”与“审判权”相区分的分析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 “七主教案”核心争议更深入的解读。
（一）“布拉克顿难题”
事实上，“七主教案”背后所反映的这种国王专权与法律间的紧张关系，早在十三世纪已经为英国法学家所重视。作为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眼里“英国中世纪法学中的鲜花与王冠”，
 布拉克顿在《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便对此问题做出过相当经典但也甚具争议的论述，即所谓的“布拉克顿难题”。
一方面，布拉克顿引用乌尔比安的名言“国王所好即具法律效力”，为其注入了宪政主义色彩，重新解读为 “国王所好，只有在与王权法一致时，才是法律。”把王权法重构为国王获得合法统治权的关键性程序要素和权力来源，君主意志只是藉国王权威公布的、由权贵宣布为古代习惯的规范；另一方面，布拉克顿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提出，“国王无资格相同者，更无位居其上者”；任何臣民，甚至法官都不能够不应该质疑国王行为的合法性。二者间矛盾鲜明，以至于在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在涉及国王侵犯臣民权利或自由的重大案件的审判中，当事人双方都会引用布拉克顿，以支持或反对国王的特权，而且双方的论证都看似合情合理。
“七主教案”所处的敏感时期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该案与早期其它案件的共性决不可被忽视。
对于“布拉克顿难题”，麦基文从“外在物所有权取得”一书关于特权授予的论述中，揭示了英格兰政体的全部本质：布拉克顿宪制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明确地区分了治理权和审判权。在狭义的治理权（government）领域，国王不仅享有唯一的至高的地位，而且“理应掌握、也必须掌握为有效管理所必需的全部权力”；他有权处理伴随或附带于“治理权”的一切事务。另一则是狭义的“审判权”，主要包括“居民或臣民的传统权利”，因为这些权利“完全外在于且超越于国王管理的正当权限”，国王在此方面的权力需要受到限制。

布拉克顿在《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中的两个面向，也正是“七主教案”中国王与主教双方的立场。国王及其拥泵者力图将《信教自由令》纳入到治理权的范围内，视为国王治理王国、维护和平的行为，对该事务国王因而享有独断的专权，在这一领域，国王的行为不涉及法律，不可能是违法的，他的专断权是正当的、完全的和独占的；主教们和新教支持者则认为《信教自由令》关涉居民或臣民的传统权利，侵犯了新教徒的宗教信仰，因而属于审判权的畛域，国王必须依据法律进行裁断，维护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七主教案”不过是中世纪宪政主义难题在《信教自由令》中的集中爆发，也是英国17世纪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期中所无法回避的宪制转折。
依据布拉克顿难题中王权二分理论，“七主教案”问题的核心问题转化为詹姆士一世颁布的《信教自由令》的性质，究竟从属于治理权还是审判权，在国王的统治手段中，作为一项立法、政令，是管理命令还是法律权利的确定。
在布拉克顿看来，“法律（取其狭义），敕令和政令只是管理命令，因此是“治理”的一部分，是属于国王管理范围之事，国王对此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权利’的确定则相反，它跟确立权利的久远习惯类似，‘既然它们经使用者同意的批准，并有国王誓言的确认，那么不经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同意，便不得变更和毁弃。正是由这些人的协商和同意，它们才得以确定’”。
确立权利的正式法令和单纯的管理命令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习惯（权利）
，国王通常是不愿意也不敢随意改变的。
案件双方虽然都默认了王权二分的理论前提，却对国王《信教自由令》这样的行政行为究竟属于治理权还是审判权领域争议不断。
从形式的角度来说，亨利八世以降历代英王作为英国国教会的最高领袖，有权利也有义务管理国教事务，召集宗教会议，行使国王在宗教方面的统治权，管理宗教事务是国王统治权的应有之义。清教徒革命后，国王与国教徒之间达成妥协，国王有义务维持国教高级教士的特权地位，而国教徒负有维护国王权威的责任。詹姆士二世通过颁布《信教自由令》协调各教派之间的宗教矛盾，维护英国的宗教统治，似乎也并无不当之处。
从实质的角度来说，《信教自由令》明显是对各社会阶层通过英国内战既得利益的一种干涉。詹姆士二世希望以《信教自由令》平衡英国国内各教派的势力，打破英国国教在宗教领域的垄断地位，藉以获得清教徒、天主教徒等少数派的支持，触动了英国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的神经。远有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大肆扩张王权的前车之鉴，近有查理二世为复辟与各派势力的平衡妥协，无论是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对贵族的横征暴敛，还是废除国王后护国公政体的嚣张跋扈，都是英国社会各界绝不愿倒退回的噩梦。
（二）请愿与治理权司法化
治理权与审判权的区分是中世纪宪制最显著的特色，但二者间互动与转化同样是英国宪法不可忽视的方面，沟通和联系二者的纽带就是中世纪英格兰请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关于请愿权的成文法规范历史悠久。早在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就规定下院有向国王请愿、要求伸张不平的权利。
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本身就是英国议会通过请愿的方式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胜利果实。1689年，光荣革命胜利后颁布的《权利法案》则进一步明确规定：“向国王请愿乃臣民之权利，一切对此项请愿之判罪或控告，皆为非法。”
权利请愿可以向国王、国王的司法大臣、枢密院提起，依照所赋予的请愿权，请愿者提出的诉求由司法大臣、枢密院、理财法院或王座法院来裁决。当国王提起诉讼或者同意被起诉时，国王只不过被视为案件当事人的一方而已。

请愿制度的发展使得治理权与审判权免于陷入绝对的分裂与对立，保持了英格兰宪制的弹性。国王的治理行为有可能接受法律的审查，转化为审判权领域的对象。请愿使得国王成为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国王的专权也要接受司法的审查，客观上对王权构成了制约；而司法 机关和法律阶层在国王与贵族的纠纷中被无形抬高，使得英国的法律职业阶层和司法性元素始终能够在英格兰政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高全喜教授所说：“英国政治之所以发育成为一种健康而良性扩展的影响世界现代进程的形态，既不是王权绝对主义也不是司法独立主义的单方面结果，而是两种因素对抗与交融之相互促进的结果。”

不可否认，中世纪的请愿制度距离现代意义的司法审查仍然相去甚远。姑且不论法律职业的司法独立性问题，对司法裁断造成首要冲击的就是以公共利益为名的超脱于法律之上的国王特权，其中最显著的无异于可以对抗议会制定法的国王特免权（dispensing power）。理论上的矛盾与冲突在“七主教”一案集中爆发，王权二分的中世纪宪制及其衍生出来的治理权司法化已经无力应对这样的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了。
（三）中世纪宪制的缺陷与转型
虽然在审判权领域存在为了维护臣民权利对国王所施加的一些列法律规范，比如说《大宪章》，但是在中世纪背景下，它依然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对专断意志的法律限制，完全缺乏有效的强制力。
一项反对国王的权利，如欲得救济，只能诉诸请愿。对治理权，要在中世纪的法律限制外，再加一道现代政治控制，这意味着一场革命。从七主教请愿到光荣革命的历史进程，恰恰成为英国民众在缺乏有强制力的措施下反抗国王专断意志——从请愿到革命——的真实写照。
治理权与审判权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在形式上属于管理命令的行政行为也有可能在实质上侵犯臣民的权利，英格兰宪政冲突的爆发通常产生在这样一种二者间的敏感地带。对于事实上践踏臣民权利的国王，除了请愿与诉诸革命外别无他法。审判权和治理权间的二元划分，已明显暴露出其致命弱点，即缺乏制裁措施，以保护法律域（sphere of law）免受治理权（政府权力）的侵犯。
主教们的请愿与随后发生的光荣革命从侧面印证了“七主教案”的本质与核心，也宣告了中世纪宪制在英格兰面临的又一次困境。
即便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也没有对英国中世纪宪制产生决定性的改变。在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一书中，洛克对国王专权问题的描述可见一斑，我们也能从中隐约看到“七主教案”中国王专权问题的缩影。
“在立法权和执行权分属于不同人的场合（一切有节制的君主国家和组织良好的政府中都是如此）……立法者既然不能预见并以法律规定一切有利于社会的事情，那么拥有执行权的法律执行者，在国内法没有作出规定的许多场合，便根据一般的自然法享有利用自然法为社会谋福利的权利，直至立法机关能够方便地集会来加以规定为止……这种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就被称为专权。”

关于国王专权的适用主体和适用领域，光荣革命以后的宪制承袭了中世纪宪制的传统：拥有执行权的法律执行者（国王）享有专权，专权也只适用于执行权领域；专权的适用下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自由裁处。
当然，查理二世复辟带来的不是原来的斯图亚特王朝，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政制也不是中世纪宪制的复归。在整个17世纪的冲突与博弈中，一些现代性的政治元素已经逐渐融入到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宪制中去。“七主教案”中暴露出来的中世纪宪制的最大问题，也在一系列改革中得到回应：首先，近代的分权理论开始渗透到王权二分理论中。
“七主教案”暴露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在英国中世纪政制或观念中，所有的权力都只是国王恣意权力的授予，根本就没有现代“制约与平衡”的理念或实践，而光荣革命后专权制度的首要前提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分属于不同的场合”；再者，在分权的基础上，司法权与法律职业阶层的独立性被凸显出来。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明确规定：“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即可一直任职。”
司法权源自王权、法官立场受国王左右的状况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尾声
“七主教案”涌动的暗流尚未平息，就在这时，王后生下了一个小王子。迄至此时，人们仍指望詹姆士二世死后能将王位传给他作为新教徒的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王子的出生使这种希望破灭了。“七主教案”审判的一个月后，七位政治要人向荷兰执政威廉发出邀请，帮助捍卫英国人的自由。詹姆士二世出逃法国，光荣革命就此发生。
尽管“七主教案”为主教们在新政权下赢得了显赫的声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选择向威廉和玛丽宣誓效忠，泰纳主教明确地呼唤詹姆士二世的回归，莱克主教则公开地为詹姆士祈祷。在仅有的三个追随詹姆士离开英国的人中，其中有一人即为黑尔斯案中的爱德华·黑尔斯爵士！
几经曲折的“七主教案”为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奏响了最后的挽歌，而黑尔斯等人的坚守成为挽歌尽处曲消人散的余音；“七主教案”试图为中世纪宪政主义下一个注脚，光荣革命却在不经意间划下了一个句号……
Bractonian Problem Behind the King’s Prerogative: 

Based on the Study of Seven Bishops case in 1688

Abstract: Seven Bishops cas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stitutional cases in English legal history. The orthodox view believes that it was the prelude that the parliament object to the absolute power of the king, upholding the liberal tradition of Glorious Revolution. However, the trial of the case illustrates that supporters of the king never challenged the common law directly and clearly by king’s prerogative, and king’s opponents were also never skeptical of the prerogativ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issue of the case is not king above law or king under law, but Bractonian Problem during the Middle Ages. The separation of king’s power into government and jurisdiction is the key to interpretat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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